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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破产法最新修改与破产法院的设立

卢泰岳  李 英 译

[ 摘  要 ]  自 IMF危机以来、韩国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完善破产法，为了与国际潮流接轨做

出了一些大胆的立法改革和创举。其中最为引入注目的是，为解决法院面临的破产案件猛增的问题，

韩国国会于2016年 12月 27日通过了《关于设立破产专门法院的法律》，根据该法2017年 3月 1

日设立了破产专门法院-“首尔重整法院”,并次日起开始进行审判业务。本文主要介绍和分析了

韩国政府从提高法院、法官的“专业性”与“职能性”等角度设立首尔重整法院的经过及其实际成果。

在韩国，过去一直由 IMF危机时期设立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破产专业庭引领全国的破产审判工作，

此次更是果断的迈出一步设立首尔重整法院，其具体成效和今后的发展趋向令各国瞩目。为推进

有成效的企业重整，韩国政府在加强新贷款债权人和供应商债权人的保护、预重整制度的完善等

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立法改革。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监督管理人等的选任和评估，代替破产监

督署构想在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内部行政处设置了由法官、律师、学者等专家组成的专业委

员会-“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在个人破产重整与清算领域尝试的法院与金融委员会、信用修

复委员会等外部机构的各项联动举措具有一定的启示。此外,关于破产案件的电子化，韩国的改

革起初主要着眼于电子文书等的利用，其今后的发展亦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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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997年韩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在成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ory Fund，

简称为“IMF”)的救助资金后，韩国政府开始着手于全面完善和协调破产相关法律规范的工作。

具体而言，在2005年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简称为“UNCITRAL”)制定的《跨境破产示范法（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韩国制定了《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清算相关法律》(简称为《债务人重整与破产

法》，自2006年4月1日起实施）〔1〕。随后，为优化破产法律制度并与国际潮流接轨，韩国继续修订

〔1〕感谢在本文翻译过程中给予无私指导的日本同志社大学的金春教授。有关该法律的立法背景及其制定过程，参见吴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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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的相关法律。直至2011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牵头引进下实施了快速及债权人主导型的企业

重整程序。其后，法院与信用修复委员会〔2〕以及中小企业厅联动地实施了个人债务调整与重整咨询

工作。这一系列举措，为建立和推动符合韩国国情的破产法律制度起了重要作用〔3〕。

克服经济危机后，韩国政府继续关注调整企业结构的问题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比如，

自2010年在民事诉讼领域开始采用电子文书等方式之后，于2014年在破产领域也实现了电子化改

革〔4〕。2013年10月11日，为管理和监督全国的破产制度，在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行政处内部设

置了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2016年5月29日修订《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引进了新贷款债权人保

护条款以及预重整等制度。最值得各国关注的是，韩国国会于2016年12月27日通过了《关于设立破

产专门法院的法律》，根据该部法律，首尔重整法院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运作〔5〕。本文将重点介

绍韩国破产法院-首尔重整法院的设立经过及其实际成果，同时考察上述多项促进企业与个人破产法

制的重要改革措施，以及破产案件电子化的发展〔6〕。

二、破产法院—首尔重整法院的设立

（一）设立破产法院的必要性及背景

 1997年的金融危机过后不久，韩国出现了呼吁设立审理破产案件的专门法院——破产法院

(Bankruptcy Court) 或倒产法院(Insolvency Court)的主张，并在业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支持该

主张的背景和主要理由如下〔7〕：

根：《债务人重整与破产相关法律的制定背景及主要内容》，载《法曹》2005 年 5月第 54卷第 5期，第 19页以下；石光现：《债

务人重整与破产相关法律（即“统合倒产法”）下的国际倒产法概观》，载《民事诉讼》2006 年第 10卷第 2期，第 326页以下。

〔2〕译者注：信用修复委员会为 2003 年 11 月 1 根据《协助国民金融生活相关的法律》而设立的非盈利社团法人。该委员

会通过对多重债务个人提供信用管理相关的咨询服务和教育，通过协助进行法庭外债务重组、提供紧急融资等方法，以帮

助实现多重债务个人的重整和重生。

〔3〕关于首尔重整法院设立之前的讨论状况，参见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破产部实务研究会：《重整案件实务（上）》（第四版）

2014 年版，第 3页以下；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破产部实务研究会：《法人破产实务》（第四版）2014 年版，第 6页以下。

〔4〕关于电子诉讼，参见吴旻锡：《对于使用电子文书的诉讼程序之考察》，载《法曹》2010 年通卷第 645 期，第 78 页以下；

吴旻锡：《电子诉讼的现状与未来》，载《修订民事诉讼法施行 15 年：韩国民事诉讼法学会创立 25 周年纪念学术大会资料

集》2017 年版，第 6 页；郑永焕：《对于我国司法系统之重新考察 - 于电子诉讼等状况之下 -》，载《JUSTICE》2015 年

2 月通卷第 146-2 期，第 411 页以下。

〔5〕首尔重整法院网，http://slb.scourt.go.kr/rel/main.work，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4 月 28 日。

〔6〕本文主要参考了法院内部的相关讨论资料以及立法资料。特此感谢韩国大法院行政处司法政策室主管法官以及首尔重

整法院的多数法官在本文完成过程中的大力协助。译者注：近几年，为完善破产法律制度和顺利地推动破产实务，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和计划着手或已经着手进行破产制度的立法、司法改革。虽然各国面临

的问题不尽相同，例如，有些国家受困于庞大的破产案件数量，而有些国家却苦恼于案件数量的日趋减少，但毋庸置疑的是，

提高法院或相关机构的破产案件审理能力和效率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比如，在日本，破产案件集中的东京地方裁

判所和大阪地方裁判所很早前开始就设有破产专业庭，为破产审判的东京模式和大阪模式的塑造奠定了基础，并为引领全

国破产审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大型的破产案件在日本不受一般管辖的规定限制，均可以向东京或大阪地方裁判

所申请破产）。在我国，自 2016 年 6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的工作方案》

以来至 2017 年年底，全国已有 97 家法院设立了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在此背景下，韩国政府果断迈出一步地设立首尔重整

法院，其具体成效和今后的发展趋向令各国瞩目。2016 年 12 月，本文监译金春应邀访问了韩国首尔大学，彼时正逢韩国

颁布《关于设立破产专门法院的法律》。与出席当天研讨会的本文作者卢法官就该法律交流意见时，形成了完成本文初稿

的企划，此后经多次修改，完成本文和译稿。卢法官现为韩国首尔北部地方法院院长，长期主导和引领韩国的民事审判工作、

有丰富的经验和法院内部的人脉关系，文中涉及的不少信息由韩国大法院行政处司法政策室以及首尔重整法院提供，非常

独特和宝贵。读者也可以结合历届东亚破产与重组研讨会 (中方负责人为王卫国教授）的大会资料，补充或扩展相关信息。

〔7〕李秀烈：《通过引进倒产专门法院专门法官而提高倒产程序的可信赖度》，《全国重整破产清算法官论坛：结果报告书》，

司法政策研究院 2014 年版，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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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破产案件的特殊性

破产案件与奉行“契约必须信守”这一法理的传统法律领域略有不同，破产程序以救济企业与

个人为宗旨（fresh start or rescue），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属性。相应地，在

规范原理上，破产程序也有别于以行使个别权利为前提的民事程序（具有程序理念上的特点）。具

体言之，破产程序本身立足于契约，以调整个别的权利关系为前提，因此具有针对债权人等利害关

系人的属性；另一方面，作为概括性的执行程序，破产程序也具有调整多数的债权债务关系和规范

集体法律关系的属性。自然，破产案件的处理不仅涵盖了与破产程序相关的法律规范，往往还涉及

经济、管理及会计等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的知识与方法（具有专业性的特点）。

在处理破产案件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理解上述破产法的特殊性，还需要注意程序的运作效率，

以防止企业的价值随破产程序的进行而受到减损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这一特征则为处理破产案

件的法院保留了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裁量性）。

2.外部环境的骤变与破产案件数量的增加

随着韩国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濒临倒闭的企业日益增加。2008年的金融危

机过后，家庭所负债务也迅速增多。截至2016年，韩国家庭的负债总规模达到1300百兆韩元左右，与

2015年相比增长了11.7%。加之，受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影响，个人重整及

个人破产清算案件总数已经突破了每年15万件。在这一背景下，为有效地调整企业结构并实现个人重

整，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有必要始终秉持原则，提高处理案件的效率，强化相关法官的专业素养〔8〕。

3.设立破产法院的理由

主张设立破产法院的理由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首先，如上文所述，与其他领域相比，审理破

产案件更需要专业性。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当以符合法律公正性的要求为前提，兼顾程序

的运行效率，并适当地行使裁量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设立一个独立的法院可以提高破产案件审

判的可预见性和统一性，从而有助于构建迅速且有效地调整债务结构的法律制度。

4.关于另行设立破产监督机构的主张

有观点认为，在现有的韩国司法体制之外，有必要另行设立破产监督机构，如美国（联邦）破

产监督署（US Trustee Program）就是一个可参考的模式〔9〕。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

第一，破产案件具有较强的非诉性，因此，与以确定权利关系为内容的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不

同，无法直接将处理案件的机构的审判职能与管理监督职能区分开来。具体而言，以破产清算案件

为例，需要经过破产宣告（司法判断事项）→ 任命破产管理人（行政性管理监督事项）→ 破产财

团的变价处理（行政性管理监督事项）→ 债权的调查与确定（司法判断事项）→ 财产分配和终结

程序（司法判断事项）等流程。事实上，新设立的首尔重整法院出于公正性的考虑，将那些在法人

重整、法人破产（清算）、个人破产（清算）以及个人重整案件中涉及破产撤销请求裁判（裁定程

序）或债权确认裁判（裁定程序）等的审判职能（《债务人破产与重整法》第105条第3项、170条、

584条等）与面向债务人行使的管理监督职能区分开来，交由不同的审判庭予以处理，即实现了审判

职能与管理监督职能的相对独立。此外，根据新修订的《债务人破产与重整法》，首尔重整法院对

该院管辖范围的破产案件中对债权确认裁判（裁定程序）与破产撤销请求裁判（裁定程序）提起的

〔8〕参见吴守根：《倒产法改革》，DUSOL（出版社）2007 年版，第 5页以下。

〔9〕关于美国联邦破产法的联邦管理官制度，参见林治龙：《对于美国联邦破产法的联邦管理官制度的研究》，载《破产法

研究第四期》博英社 2015 年版，第 140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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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之诉以及撤销之诉也进行专属管辖（第105条、171条、605条等），此时，为重视人员配置上的

独立性，由该院内的民事合议庭管辖。第二，几十年来，韩国坚持采用由法院负责任命或评估管理

人等程序主导人的做法，且尚未出现重大问题，另行设立监督管理人等的专门机构的必要性并不明

显。而且，近年来，韩国的法院为强化其监督职能，采取了多种措施，比如，在法院系统内部设置

了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等（详见后文）。第三，如查阅美国的相关历史，即可以发现关于主张设

立破产监督机构的观点并不符合韩国的当今状况。比如，在美国的历史上，由不具备法官身份的破

产公断人(referee in bankruptcy)审理破产案件，实践中，破产公断人、破产管理人以及律师之间往

往会形成特定的关系网(bankruptcy ring)，基于这种关系，破产公断人在任命破产管理人之后，破

产管理人又将咨询业务交由其熟悉的律师处理，并从破产财产中支付巨额报酬的现象频发。韩国则

不存在同样的背景〔10〕。

（二）相关法律的修订

1.关于重整法院及首尔重整法院的名称 

与韩语的“破产法院”或“倒产法院”相比，“重整法院”这一名称能够避免破产的负面形

象、促进破产程序的运行。另一方面，“重整破产法院”一词虽然可以囊括破产清算案件与重整案

件的类别，但名称过于长。最终，韩语“重整法院”以及“首尔重整法院”的名称被采纳，后者用

以表示管辖首尔地区的重整与破产清算案件的法院（英文名称为“Seoul Bankruptcy Court”）。

2.法律修订的主要内容

①《法院组织法》。韩国《法院组织法》为首尔重整法院的设立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

修订前的《法院组织法》第3条，韩国的法院分为大法院（最高法院）、高等法院、专利法院、地

方法院、家庭法院、行政法院的六种。其中，家庭法院是第一个专门法院，设立于1963年；专利法

院、行政法院均设立于1995年，依次被纳入当时的专门法院体系中。得益于立法时的制度改革以及

司法服务质量的提升，这些专门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及结案数量均得到了持续性增长。

2016年12月27日，通过修订《法院组织法》，增设了重整法院一章（参见第1编第3条、第3编第

6章），规定了重整法院院长及合议庭的职权。

②《关于设立各级法院及其管辖区域的法律》。根据韩国《关于设立各级法院及其管辖区域的

法律》，首尔重整法院的管辖区域仅限于首尔特别市。不过，根据《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债务

总额超过500亿韩币的法人破产清算、重整案件可以突破管辖区域的限制，向首尔重整法院申请破产

（第3条第4项）。此外，从制度设计的趣旨来看，将来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根据各地方法院受理

的破产案件数和社会、经济意义，在全国各地方法院的管辖区域，分别设立重整法院〔11〕。

③《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韩国《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是规制重整与破产清算法律关系的

最基本的法律规范。为了与重整法院的设立保持一致，《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中审理破产案件的

管辖法院-“地方法院”一词被修改为“重整法院”（该法第3条等），同时明确了大法院可以指

定特定的重整法院（首尔重整法院以及其他管辖破产案件的一些地方法院）有权在其内部设置由律

师、注册会计师以及银行界人士等具有专业知识的3人以上到15人以内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以辅助法官

〔10〕对于在破产法中是否应引进倒产监督官这一问题，林治龙予以批判讨论，具体参见林治龙：《对于美国联邦破产法的

联邦管理官制度的研究》，《破产法研究第四期》博英社 2015 年版，第 194-196 页。

〔11〕不过，家庭法院的情形，虽然目前很多地区都设有家庭法院，但从 1963 年设立首尔家庭法院后至 2011 年第二个家

庭法院- 釜山家庭法院的设立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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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对破产管理人等的选任、履职评估、重整计划草案的审查、债权人委员会的构成以及撤销权行

使等诸多权限（该法第15条-17条。另参见后文）。关于重整法院的管辖，《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

规定对于债权确认裁判（裁定程序）提起的异议之诉、撤销之诉等普通的民事案件由重整案件受理

法院专属管辖，承认与协助外国破产程序的案件属于首尔重整法院的专属管辖（第630条）。

此外，根据修改后的《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重整法院还负有向国会所属的常任委员会提交

报告书的义务（第19条之2）〔12〕。报告书的事项包括关于破产管理人的任命状况以及评估结果、破

产犯罪等滥用破产程序的案件、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义务执行状况等。由国会进行事后监督有助于保

障破产管理监督工作的公正性，增强国民对破产制度的信任〔13〕。

（三）关于设立首尔重整法院的评价及其成果

1.设立首尔重整法院的意义与作用。在韩国，一直以来，重整与破产清算案件一律由地方法院

（译者注：韩国的法院级别有大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三级别）的破产合议庭处理。因地方法院

处理的案件以民、刑事案件为主，在制度及资源供给方面，重整与破产清算案件的处理往往劣后于民

刑事案件。而且，因审理重整与破产清算案件的法官通常也负责处理普通的民刑事案件，正如一些观

点所言，法官的专业化方面存在着不足。专门法院的设立则有助于专业、迅速且集中地处理重整与破

产清算案件，并推动相关法官及工作人员的专业化。首尔重整法院的设立将具有如下积极作用。

①增强专业性与可预见性。首尔重整法院的设立，能够实现持续培养具备专业素养的法官和法

院组织的专业化、提高案件处理结果的预见性，从而有助于降低适用破产程序的门槛，增强当事人

利用司法资源的方便性。进而，首尔重整法院能够更为积极地推动破产法相关的研究领域以及诸多

改革措施，从而提高利害关系之间的公平性，增强国民对破产审判的信赖，在运行企业结构调整相

关程序的过程中，真正体现法治主义。

②适应企业结构调整的常态化时代。企业破产与结构调整是资本主义竞争型社会的共同属性与必

然产物，其不同的处理方式可能对产业界、经济界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比如，在企业破产与结构调

整的情形下，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债务调整，因此，在此过程中必须公平地处理金融机构、员工、交易

相对人、供应商之间的利害关系。另外，企业的经营环境不断变化，相关破产与企业结构调整程序是

否迅速、有效，直接关系到企业最终的受损规模及将来的命运。由此，确保和促进企业结构调整的公

平性、迅速性以及可预见性，以及通过提供完善的破产制度来提高企业重整的可能性，才能够尽可能

减少其损失，最终实现经济的稳步发展，而重整法院的设立有助于稳定地实现这一目标。

③推动自律型企业结构调整程序的完善。关于企业的结构调整，除了法庭内的管理程序外，还设

有多种形式的自律型的债务结构调整手段（例如，以限时法的形式予以实施的韩国“企业结构调整促

进法”下的法庭外重组等）〔14〕〔15〕〔16〕，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大量非法的的清算。据统计，2013

〔12〕《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第 19 条之 2 规定：①重整法院院长每年应通过管理委员会向大法院行政处处长报告管理、

监督工作的业绩；②大法院行政处处长应将该业绩与下一年度的管理、监督业务推进计划制作成年度报告书，为确保管理

监督的公平，并报告至国会。

〔13〕具体参见吴守根 :《关于法院与重整破产参与人角色重新塑造方案的 2013 年最终报告书》第 8页以下。

〔14〕韩国的企业结构调整制度通常指 2008 年设立的韩国及主要发达国家的企业结构调整制度，载韩国的金融监督院网，

http://www.fss.or.kr/fss/kr/bbs/view，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4 月 28 日。

〔15〕企业结构调整促进法具有临时性，自律的企业结构调整基于市场职能得到激活即告失效。该法律制定于 2001 年 8 月

14 日，后经历失效，制定以及再次失效；最近的法律制定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将与 2018 年 6 月 30 日失效。关于最近

的立法状况，参见李垠宰：《2016 年企业结构调整促进法的主要内容》，载《BFL》2017 年 1 月第 81 期，第 6页以下。

〔16〕对于企业结构调整促进法的批判意见，参见韩敏：《对于企业结构调整促进法常态化法律草案的批判性讨论》，载《司

法》2015 年第 33 期，第 130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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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倒闭40，837家企业，但同年法院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数为1，296件，仅占倒闭企业总数的

3.1%。除去无需依破产程序处理的案件，就整体而言，法庭内的破产程序的利用率偏低。问题在

于，在这些法庭外清算中易发生偏颇性清偿，低价销售债务人资产以及其他的非法行为。当然，业

界也不否认债权人主导的自律型结构调整手段也有其特有的优势，但如果在完善法院程序的基础上，

使其与自律性程序实现有机结合和衔接，将会有效地推动自律性程序的健康发展。首尔重整法院的设

立无疑将进一步地推动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④构建独立的法院行政体系、奠定破产领域得以发展的基础。

一直以来，韩国的法院为确保重整与破产清算程序的公平性、迅速性、高效性，提高其利用率

而付出了很多努力。然而，随着案件数的增加以及制度改善需求的提高，在普通法院内部设置的破

产庭愈发显示其局限性。另行设立专门法院，集中投入人员、预算、政策资源的呼声越来越多，重

整法院的设立正是对这种要求的呼应，将促进破产领域的稳固发展。

⑤相关案件的迅速处理 。

对法人破产案件、（个人）一般重整案件〔17〕、个人破产清算、个人重整案件中的债权确认裁

判（裁定程序）和撤销请求的裁判提起的异议之诉、撤销之诉本由地方法院的民事审判庭管辖，现

在明确规定交由重整法院（首尔重整法院管辖的破产案件，由该法院内部的民事合议庭）专属管辖

（参见第105条、171条、605条等），实现了相关案件的迅速处理〔18〕。

⑥构建社会安全网络。

首尔重整法院的设立、有助于增强个人重整案件审判的专业化，从而提升作为保护全体国民安

全网络的司法服务的质量。

2.首尔重整法院已取得的成果〔19〕。自2017年3月2日运作以来，首尔重整法院邀请了相关领域的

机构代表及专家，多次举办了说明会、座谈会以及国际会议。首尔重整法院的人员构成有院长1名、

首席部长级法官1名、部长级法官4名、法官28名〔20〕，案件由16个合议庭和55个单独庭来审理。从自

身的特征与优势出发，首尔重整法院不断尝试引进新制度，并致力于建立迅速，高效且更具预见性

的破产法院制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成果值得关注。第一，为加强案件处理的

可预见性及合理性，制定了相应的程序规则《首尔重整法院实务准则》〔21〕。第二，在破产债权确认

裁判（裁定程序）与对该裁判提起的异议之诉中，为推进纠纷解决，设立了重整调解委员制度〔22〕。

〔17〕（个人）一般重整案件指，因具有超过 5 亿韩币无担保债务或 10 亿担保债务而无法适用较为简易的个人重整程序的

个人重整案件（参见《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第 579 条第 1项 )。

〔18〕为了提高倒产诉讼的公平与效率，《首尔重整法院实务准则第 601 号》区分了负责进行重整破产个人重整案件的主要

程序的审判庭与负责进行派生于该主要程序的债权确定确认裁定，否认权裁定的审判庭予，就相关事项作出了规定（第 1

条）。根据该准则，负责调查确定的审判庭应当由不隶属于重整破产个人重整案件的主要程序的审判庭的法官组成（第2条）。

〔19〕首尔重整法院为纪念设立 6 个月，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至 15 日举办了“首尔重整法院设立纪念国际会议 (2017  

Judicial Conference on Insolvency, Seoul Bankruptcy Court)”并邀请各国倒产领域的专家与会。关于其成果，参见

June Young Chung等7人：《主要国家的倒产制度现状：国际视角-首尔重整法院设立纪念国际会议中讨论内容之总结-》，

载《法曹》2017 年 10 月第 725 期，第 383 页以下。

〔20〕在韩国，首席部长级法官，部长级法官是仅次于院长级别的法官。

〔21〕首尔重整法院，首尔重整法院实务准则，司法发展财团（2018 年）及李镇雄，张圭亨：《首尔重整法院实务准则的

制定过程及主要内容》，载《法曹》2017 年 12 月第 726 期，第 178 页以下。

〔22〕目前有六名破产律师被任命为调解委员，主要从事于调解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此外，还设有在企业重整程序过程中

促进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谈判的调解委员，该调解委员通常由具有管理委员经验的人担当。调解委员制度的构想主要来源

于美国的 bankruptcy mediation。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4期（总第66期）

·78·

第三，在企业重整领域，首先，为提高重整程序的成效，引进了韩国式预重整制度(pre-packaged 

plan)为主的多项制度。其次，为实现有效的M&A，采用了假马竞标方式(Stalking Horse Bid) ，

以反映市场价格，同时一定程度地保障了高价出售。 再次，为促使重整计划获得批准后尽快地终结

程序，以实现企业持续营业并恢复常规的经营活动，引进并推广适用了重整计划批准后的清算法人

制度(Post Confirmation Liquidation Vehicles，abbreviated as ‘PCLV’)，交由该特殊目的的清

算法人集中地处理遗留的撤销之诉、破产债权确认、或资产转让等程序性、清算性的业务。此外，

还专门开发了针对中小企业重整程序的项目(‘S-Track’,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tailored rehabilitation Track)，该项目有望在短期内投入实践〔23〕。第四，在个人破产领域，为

了保障个人债务人实质性的重整，在法院内部设立了再生（new start)咨询中心，由信用修复委员

会定期派遣于该中心的工作人员为个人债务人的破产或法庭外债务重组事项提供咨询和建议服务。

此外，为防止因破产而家庭关系破裂、保护子女的权益，与家庭法院协同引进了继承财产破产清算

制度（强化监护职能）。第五，首尔重整法院正在推进管理人制作电子版报告书并网上提交的制度

（e-form），于2017年11月20日，在个人破产清算案件中现行实施了运行。

三、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的修订

 在设立首尔重整法院的同时，韩国破产完成了一些重要的立法改革。首先，于2016年5月29日

修订了《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进行了以下多项改革措施〔24〕。

（一）扩大新贷款债权人的权限。修订后的《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明确地规定了新贷款债权

人就营业转让、重整计划草案的内容、终止重整程序等重整程序中的主要事项提出意见的权利以及

要求管理人提供相关资料的权利（《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第22条之2）〔25〕。其次，在修订以前，

《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第179条第2款规定“重整程序开始后，法院许可管理人进行新贷款的，应

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但未明确利害关系人的范围。有观点认为，利害关系人的范围过宽，

不利于有效进行新贷款。本次修订将“利害关系人”修改为“债权人委员会”（译者注：韩语原文

为“债权人协议会”），其英文名称为“creditors’ consultative council”。债权人委员会系指在

大型企业的破产程序中由10人以下的债权人组成，由管理委员会或法院来选任（《债务人重整与破

产法》第20条）。通过本次修订，由债权人委员会对新贷款等程序主要事项提出相关意见，较为合

理地兼顾了程序的效率与公平。（二）加强对供应商债权人的保护。根据修订的《债务人重整与破

产法》，在提出开始重整程序的申请前20日之内，债务人基于持续且正常的经营活动而获得货物供给

的，对方的货物价款请求权属于共益债权（第179条第1款第8之2项）。（三）创设韩国式的预重整制

〔23〕自重整法院设立之前的 2013 年起，当时的法院与中小企业振兴公团（Small & medium Business Corporation）之

间签订了业务委托合同并引进了中小企业重整咨询制度。关于其引进过程及成果，参见具会根，梁民好：《中小企业重整

程序改善方案- 以重整咨询为中心》，《倒产法实务研究》（诉讼资料第 127 集），第 92 页以下。

〔24〕译者注：关于《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的修订，另参见陈景善 :《韩国破产法最新修改动态》，载《东亚金融风险处

置法律评论（第２辑）》，法律出版社 2018 年。

〔25〕关于新贷款债权人的提出意见以及要求提供与之相关资料的权利，具体包括：①根据《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第

179 条第 1 款第 5 项及第 12 项的规定，提供贷款的共益债权人可以采取下列行为：a. 对债务人的经营本身或对其部分或

全部业务予以转让的，提出相应的意见；b. 对重整计划草案，提出相应的意见 ；c. 废止或终结重整程序的，提出相应的

意见；②根据该法第 179 条第 1 款第 5 项及第 12 项的规定，提供贷款的共益债权人可以依据大法院规则，请求管理人提

供必要的资料。此情形，管理人应根据大法院规则，提供相关资料 (《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第 22 条之 2)。



·韩国破产法最新修改与破产法院的设立·

·79·

度。债权份额占债务人所负债务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或者取得前述这些债权人同意的债务人，

在申请重整程序后重整程序开始前，可以提前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第223条

第1款）。提前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之外的债权人，在为表决重整计划而召集的债权人会议之

前，可以向法院提出书面材料同意该提前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第223条第3

款）。（四）大型法人重整与破产清算案件的扩大管辖。在法人重整与破产清算案件中，债权人人数

达到300人以上且债务人所负债务总额已超过总统令所规定的金额上限的，都可以向首尔重整法院提

出申请，即不受主营业地的限制，不适用普通管辖的规定（《债务人重整与重整法》第3条第4款）。

四、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权限的强化- 

2013年10月11日，大法院制定和实施了在大法院行政处〔26〕下设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的规

则〔27〕，目的在于强化对破产程序的管理和监督。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由1至15名的法官、律师、

大学教授、金融专家等组成，主要对管理人等破产程序主导人的选任和评估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统一

监督。 2016年9月6日，为强化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的管理监督职能，又增设了设立常任委员及实

务协助团队的相关规则〔28〕，并在实务协助团队的工作事项中，增加了任命和定期评估管理人、重整

委员及审查委员等程序主导人的内容。这一系列举措为建立和健全重整与破产清算程序相关的政策

及制度，为对任命和评估管理人等事项进行系统化监督创造了条件。（一）管理委员的推荐。如前

所述，重整法院有权设置由律师等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以辅助法官的工作。重整

法院应根据关于委托任命管理委员的指南，组织管理委员会。重整法院院长拟委托任命常任管理委

员的，应要求大法院行政处的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推荐管理委员候选人。重整法院院长还应当就

常任管理委员的工作执行状况，每年至少一次以上，定期地进行合理性评估，将评估结果通知重整

与破产清算委员会。

（二）选任及评估第三方重整管理人、监事、调查委员。根据关于处理重整案件的大法院规

则，重整法院院长任命第三方重整管理人（指不选任债务人代表为重整管理人(即实质上的DIP）而

从外部选任重整管理人的例外情形。《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第74条第2款。实践中选任第三方重整

管理人的占企业重整案件全体的10%左右）、辅助管理委员的监事的，应向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

提供相关候选人的选任材料，要求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就相关人员与工作岗位的适合程度提出意

见。重整法院应当基于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所提出的意见，选任第三方重整管理人、监事，并就

第三方重整管理人、监事的工作执行状况，每年至少一次以上，定期地进行合理性评估，将评估结

果通知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

另外，重整法院院长拟任命对会计、经济等专业事项进行调查从而辅助第三方重整管理人的调

查委员的，应向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提供相关候选人的名单，并就调查委员的工作执行状况，每

年至少一次以上，定期地进行合理性评估，将评估结果通知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三）评估破

〔26〕韩国大法院行政处与大法院事务局共同处理与人事、会计、审判制度的经营、改善等相关的司法行政事务。

〔27〕重整破产清算委员会的主要业务包括：与重整破产清算程序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制度完善等相关的咨询，管理委员

会的设置，与组织与运营相关的标准的审查及咨询，管理委员、管理人、调查委员、破产管理人、重整委员等的候选人的

选拔、管理、选任、委托标准与程序的审查及咨询，对于管理委员等业务执行状况的整体评价与咨询，其他为系统地、统

一地运营重整破产清算程序所需的业务（《重整破产清算委员会设置及运营相关规则》第 2条）。

〔28〕实务协助团队的组成人员包括大法院行政处主管法官及相关工作人员，主要从事实务层面的协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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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清算管理人履职状况的合理性。重整法院院长拟任命破产清算管理人时不必案件听取重整与破产

清算委员会的意见。但，重整法院院长应根据关于制作、管理破产清算管理人候选人名单的大法院

规则，向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至少一、两年一次提供相关候选人名册。重整法院院长还应就破产

清算管理人的履职状况，每年至少一次以上，定期地进行合理性评估，将评估结果通知重整与破产

清算委员会。（四）评估个人重整委员的任命或解聘的合理性。个人重整程序中，个人重整委员的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在法院的监督之下，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之前，由个人重整委员审

查个人债务人的财产及收入，就债务人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的合理性提出意见；重整计划获得批准之

后，由个人重整委员向债权人分配清偿额，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状况以确保个人重整程序得到合理且

有序的运行。值得关注的是，在韩国，此类个人重整委员的人选，不仅可以从律师或会计师等法院外

部的专家中任命产生（外部重整委员），也可以从法院内部工作人员中任命产生（内部重整委员）。

根据个人重整案件处理指南，一律由大法院行政处处长行使委托外部重整委员(法院外部的非专

职重整委员以及专职重整委员)的权限。重整法院院长拟任命外部重整委员或者解聘的，应向大法院

行政处处长提出要求或建议。重整法院院长还应就外部重整委员的履职状况，每年至少一次以上，

定期地进行合理性，将评估结果通知重整与破产清算委员会。

五、个人破产清算与重整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针对滥用个人重整案件的重点管理。目前，首尔重整法院根据案件类型，细分了滥用个

人重整的案件，将滥用的危险程度高的案件归为重点管理对象，以深入调查的方式进行相应的处

理；对于其他案件则采取了尽可能迅速处理的方法（选择与集中处理的模式）。重点管理对象的

个人重整案件涉及具有大额且无担保的债务的债务人（此类案件中债权人之间往往存在尖锐的利益

冲突），收入有较大变动可能性的债务人，以及在申请个人重整之际处分了主要财产的债务人的案

件。对于此类案件，法院或以资产目录上存在虚假记录为由驳回个人重整申请，或要求其对相关争

议进行疏明（初步证明），若债务人的收入日后有望增加的，法院劝诱债务人将增加的收入列入清

偿资金后制定重整计划。

据悉，首尔重整法院将疑似个人重整非法居间人介入的案件〔29〕，以虚假材料的提出、诉讼委

托、程序方面的不诚实等为由进行分类管理，对于被多次举报为接受疑似案件委托的代理人，积极

采取书面警告，并委托相关部门调查或惩戒。（二）扩大与外部机构的合作。2016年12月16日，大

法院行政处与金融委员会〔30〕签订了关于加强涉及个人重整、个人破产清算相关的债务调整业务领域

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为两个机构对如何针对改善个人破产案件相关制度问题展开讨论提供了官方途

径。现阶段需要重点解决的是，如何加深和扩大金融委员会在破产程序中的参与。例如，将金融委

员会的工作人员任命为管理委员，或者在重整程序中要求金融委员会提出实质性意见等。

另一方面，2016年10月11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等与信用修复委员会签订了个人重整与破产清

算促进（Fast-Track）业务协议〔31〕，赋予信用修复委员会所制定的信用咨询报告书等相应的公信

〔29〕指形式上任命代理律师，但事实上由不具备资格的人借助律师名义从事个人重整申请业务并非法收取费用的情形。

〔30〕金融委员会为总理的直辖机构，由 9名委员组成，制定韩国金融政策，并对外币或金融进行监督，下设金融监督院。

〔31〕关于自 2011 年 3 月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实施的 Fast Track，参见郑晙永：《企业重整程序的迅速处理方式：Fast 

Track 企业重整程序》，载《倒产法研究》2012 年 11 月第 3卷第 2期，143 页以下；韩敏：《中小企业重整制度之改善》，载《梨

花女大法学论集》2014 年 6 月第 18 卷第 4 期，第 390 页；郑晙永：《企业重整程序的迅速处理方法（上）（下）——关于

韩国的 Fast Track 企业重整程序》，载《NBL》2013 年第 993 期，第 59-64 页，《NBL》2013 年第 994 期，第 1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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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且通过信用修复委员会申请的个人重整与破产清算案子由专业庭进行快速审结。2015年7月1

日起，已经实施“小额营业所得者简易重整程序”，为节约小规模营业所得者〔32〕参与重整程序的费

用与时间，提高重整程序的可利用性，引进了简易调查委员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个人小额营

业所得者等负债结构相对简单的债务人，各个法院将指定法院事务官〔33〕作为简易调查委员。简易调

查委员在调查过程中，不收取任何费用，该制度被首尔重整法院所承继〔34〕。

六、破产案件的电子化

（一）普通民事诉讼的电子化。继2006年颁布《督促程序中的电子文书利用等相关法律》制定

后，韩国国会于2010年2月26日又通过了《民事诉讼等中的电子文书利用等相关法律》，该法于2010

年3月24日起施行。

2010年4月26日，电子诉讼先应用于专利诉讼领域，随后适用范围逐渐扩大，2011年5月2日起适

用于普通民事诉讼，2013年1月21日起适用于家事诉讼和行政诉讼，2013年9月16日起适用于民事保

全、执行、和解、公司催告等案件，2014年4月28日其适用于破产案件，2015年3月23日起适用于民

事执行案件和非诉案件。目前，除了刑事诉讼以外，韩国所有的审判程序都实现了的电子化〔35〕。

近几年，适用电子诉讼的案件在所有诉讼案件中的所占比率呈持续增加的趋势。2015年，民事

和解案件以及家事和解案件中电子诉讼所占比率达到80%，这主要是因为律师诉讼代理的比重较高；

在行政案件中，电子诉讼占99%，这是因为行政诉讼一方当事人是国家、地方自治团体、行政厅、公

共机构等负有采用电子诉讼之义务的主体。

电子诉讼的实施和深化，有利于国民更加便捷地接触司法服务，提高审判程序的透明性、公正

性和效率。在电子诉讼应用的初期，曾有观点认为电子诉讼的可操作性较低，且系统不稳定。但

是，通过周到的提前准备、介绍和宣传，以及改善系统等技术方面的努力，审判实践中使用电子文

书不仅没有引起严重的混乱，还得到了完善。

（二）适用电子化的破产案件种类及其现状〔36〕

1.适用电子化分类破产案件。

法人重整与清算，以及（个人）一般重整案件已全面实现电子化。个人破产清算及个人重整程

序领域中电子化的适用不具有义务性，当事人享有选择权。此外，鉴于个人重整的分配程序较为复

杂等技术原因，以及部分法院的个人重整审判庭中一个审判庭正在审理多起案件等现实状况的考

量，可以合并处理基于电子媒介的案件与基于纸质媒介的案件。个人破产清算审判庭可以考虑各级

法院的案件受理与分流状况、电子法庭的状况、业务划分上的便利等因素，自主作出决定。

2.电子化处理的现状。法人重整、法人破产和（个人）一般重整案件已全面实现了电子化，因此

电子案件的受理比率为100%。截至2016年12月27日为止，个人破产清算案件中实现电子化的案件所占

〔32〕“小规模营业所得者”是指，申请开始重整程序时，重整债权及重整担保权总额为 50 亿韩元以下，承担债务金额低

于总统令规定的金额的营业所得者（《债务人重整法》第 293 条之 2，第 2款）。

〔33〕法院事务官系协助法官完成审判工作的人员，相当于中国的法官助理。

〔34〕《首尔重整法院重整实务准则第 201 号》规定了简易重整案件处理标准。

〔35〕现在的民事电子诉讼受理比率，从 2011 年的约 21.8%，迅猛增加至 2016 年的约 66.1%。因积极运用电子诉讼，韩

国的司法制度被“世界银行 (World Bank) 企业环境报告书 (Doing Business)”评估为世界首位。见， http://www.

doingbusiness.org/reports/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2018。 

〔36〕关于该问题，参见赵雄：《倒产电子诉讼之理解》，载《倒产法研究》2014 年第 5卷第 1期，第 125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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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是10.5%（6，868件中的721件），个人重整案件是21.2%左右（16，859件中的3，573件）。

（三）可接触电子记录的程序关系人的范围及限制

由于破产程序经常涉及个人信息或类似内容，案件记录的阅览应当获得法院的许可。这一原则

同样适用于电子记录（当然，电子记录提交者本人阅览相关记录的，无需经法院许可）。在保证查

阅电子记录便捷性的同时，法律根据管理人、个人重整委员或调查委员等程序关系人的不同身份，

对可阅览的范围作出了不同的限制。具体来说，禁止破产清算管理人在接受任命前阅览记录，严格

限制法官之外的内部阅览人员（管理委员以及重整委员等）的阅览标准。

（四）关于破产案件电子化的评价

1.保障了管理阅览记录的便捷性。具体而言，①审判人员在翻阅记录时，法院的其他工作人员

也同时可以查看；②案件以合议庭形式审理的，主审法官和审判长可以同时翻阅记录；③审判人员

在翻阅记录时，申请人、债权人也可以查阅或复制相关记录；④记录作为上诉材料送至相关部门

后，也可以简便地对相关记录进行编辑、整理、复制；⑤基于电子诉讼系统的可信度以及自动化，

可以简化文书阅览程序。

2.缩减送达期间，提高程序的效率。①通过电子送达，在送达当天、最晚自送达之日起最长一

周内将完成送达；②大幅度缩减征集意见的期间；③在效果上，还可能大幅度提高债权人同意使用

电子诉讼的比率；④对于拒绝使用电子诉讼的当事人送达文件时，通过e-post（事务官通过韩国邮

政处理中心传送电子文件后，邮政处理中心负责发出并送达），尽可能减轻实务官的负担。

3 .提高程序的透明性

①在债权人集会上，通过法庭的显示屏将调查报告书、破产管理人报告书等公布于众，有助于

利害关系人理解案件本身，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②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同意使用电子诉讼的

情形，可以随时查阅记录。

4.有助于节省程序费用

①在过去，需要提交数次、多数个重整计划草案或重整计划，比如经多次修改的重整计划草案

以及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等。但如果使用电子化的处理方式，债务人就无需提交纸质印刷的重整计

划草案等。②与过去不同，无需发放以及回收纸质材料，能够显著减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

（五）确保电子诉讼系统的安全以及保护个人信息的措施

电子诉讼实施过程中的最大问题，莫过于防范黑客侵袭所采取的系统维护。最近五年，实践中

没有出现哪一个法院的服务器因遭受黑客攻击等而导致受害的案例。法院内部成立了服务器维护团

队，负责执行365天24小时制的保安管制，并通过外部维护咨询机构，对司法部门的计算机系统进行

监控、维修，并持续采用信息保护管理体系（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认证。

自2014年起，为保障内部系统安全，开始构建内部业务网络与外部互联网络的分离模式，现已经竣

工。在网络分离状态下，运用电子传送资料系统的，可以通过内部业务网络传送互联网资料，但无

法通过外部互联网网络传送业务网络资料。此外，还加强了个人PC端的管理。为探测和拦截恶性PC

编码，导入和运行综合管理系统，并构建与执行防御解决方案以拦截恶性编码邮件。

虽然构建100%安全的防御体系几乎不可能，但可以做的是增强个人的防范意识和相关制度，施

行安保措施，持续地进行系统升级。

最后，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致力于妥善地保管司法部业务系统数据库中的个人信息，即使发

生泄漏，做到在数据库的范围内对个人信息进行编码以及相应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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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新设立的破产法院-首尔重整法院、其他重要的立法和司法改革、以及破

产案件电子化发展的最新动向。如本文所述，首尔重整法院的设立提高了处理破产案件审理的专业

性和可预见性，提升了审判质量，也相应地节约了成本，将对债权确认裁判提起的异议之诉、撤销

之诉、以及对撤销请求裁判提起的异议之诉等与破产债权相关的诉讼交由重整法院专属管辖，也有

助于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设立首尔重整法院这一独立的法院便于利用者接近司法资源。其他促进

企业和个人破产重整的多项立法改革和司法实践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破产程序与确定个别权利的

通常民事程序不同，正当的权利行使将受到法律上的限制，权利的实质性价值将受到减损，加之涉

及多方利害关系人，故尤其需要确保其运行过程中的严格性〔37〕。目前在首尔重整法院内部并未就

破产相关犯罪另设刑事程序意义上的管理程序，而且尚未出现关于破产犯罪的统计。不过，之前的

首尔中央地法破产庭自2014年起施行了“个人重整非法居间人黑名单”制度，据此，2015年首尔中

央地方检察院开始收集并告发非法居间人疑似案例。首尔地方检察院业已对数十名居间人提起了公

诉。另外，通过破产案件的电子化处理则可以使管理记录工作愈加便捷，扩大共享程度；通过程序

自身的透明度，可增强审判庭组织人员之间以及审判庭门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提升程序的

效率，并节约程序的费用。首尔重整法院的运作、近几年的多项制度改革，以及破产案件的电子化

处理作为一种成功的尝试，今后在韩国的司法界会得到稳固发展，韩国的破产法律制度的国际地位

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责任编辑  陈景善）

〔37〕《债务人重整法》所规定的倒产犯罪包括：欺诈（简易）重整罪，欺诈个人重整罪（第 643 条），第三人的欺诈重整罪（第

644 条），对于欺诈重整罪的特则（第 644 条之 2），重整受贿与行贿罪（第 645 条，第 646 条），经营参与禁止违反罪（第

647 条），无许可行为等之罪（第 648 条），拒绝报告与检查之罪（第 649 条），欺诈破产罪（第 650 条），过怠破产罪（第

651 条），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欺诈破产及过怠破产罪（第 652 条），第三人的欺诈破产罪（第 654 条），破产受贿及行贿罪

（第 655 条，656 条），基于财产调查结果以外的目的使用罪（第 657 条），说明义务违反罪（第 658 条）等。关于上述犯罪，

参见大法院刑事法研究会：《犯罪类型参考事项 2018》，第 487-4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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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a safe, convenient, efficient, green and economic ground public transport service system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urban residents in the new era.

On Law-Making of Non-Mandatory Norms of Chinese Contract Law: Discussions about 
the Related Normative Design of the Compilation of Contract Law under the Civil Code  47

MU Guanqun/Tsinghua Law School. 

Abstract: Non-mandatory norms are an important and integral part of civil legal norms, and a crucial basis for 
judicial acts. There are similar norms in both the Civil Law System and Common Law System. How to clarify the 

criteria for distinguishing among the many normative types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for the two major legal 

systems. Likewise, for contemporary scholars and legal practitioner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legal application, as well as 

legislative design, of non-mandatory norms in China present many problems. The lack of legislative technology reduces 

civil subjects’ efficiency in civil activities, which also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current non-mandatory norms of Chinese contract law, it is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for contract law 

scholars to propose up-to-date legislative ways to compile contract law under the Civil Code.

Modern Economic Law: the Origin and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59
ZHANG Hong/Okayama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compar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extens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 law, from the definition of basic concepts, the delimit 

of basic scope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basic status.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modern economic law should return 

to the origin, that i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market) 

correctly, and combine the two factors of the market decision and the government. Modern economic law should have 

a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We must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Latest Amendments to Korea’s Bankruptcy Law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nkruptcy 
Court  72 

LU Taiyue/Dean of the District Court of Seoul, South Korea.

LI Ying (translator) /Ph.D., Graduate School of Law, Osaka University, Japan.

Abstract: Since the IMF crisis, South Korea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reform of the legal system of bankruptcy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made bold legislative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to keep pa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It 

is notable tha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urging bankruptcy cases faced by the court, the Korean National 

Assembly passed the Law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Bankruptcy Special Courts on December 27, 2016. According to 

the law, a special bankruptcy court was established on March 1, 2017, called Seoul Reform Court and trials began 

on the following day.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oul Reform Court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functional aspect of courts and judges. In South Korea, the bankruptcy professional trial of the Seoul Central District 

Court established in the IMF crisis has undertaken the nationwide bankruptcy trials. Now it is a decisive step toward 

setting up a reform court in Seoul. Its fruitful resul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will attract worldwide atten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effective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the Korean government has also made important legislative reforms 

in terms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new loan creditors, creditors of suppliers and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pre-reform 

system. For the purpose of unifying the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supervisors, a professional committee composed of 

judges, lawyers, scholars, and other experts was set up at the Internal Affairs Section of the Korean Supreme Court 

(the Supreme Court), called reorganization and bankruptcy liquidation committee. It has certain inspirations in the 

coordinated measures of courts, financial committees, credit recovery committees, and other external institutions which 

try to reform and clear the bankruptcy of individuals. In addition, regard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bankruptcy cases, 

Korea’s reforms initially focused on the use of digital documents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is worth pursuing.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84

PANG Jinyou/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transition of British liberalism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crisis of laissez faire, the rise of utilitarianism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sm, individual freedom to replace political freedom has gradually occupied the focus of liberalism. According 

to Mill and Spencer’s deep interpretation, the essence of freedom is no longer abstract natural right, but practical 

utilitarian considerations. The connotation of freedom is gradually extended from political freedom to economic 

freedom,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cial freedom. The realization of freedom is also changed from the design of 

reliance system to seeking breakthrough in the virtuous interaction of law, market and culture. The modern thinker, 

represented by Yan Fu, thought that the root of the prosperity of Britain is freedom. But when he tried to introduce 

freedom thought and hoped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he inevitably falled into 

the contradiction and paradox arising from the hedging of the two kind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alysis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 and Rules of Shareholders’ Preemptive Right: 


